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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加州大学（UC）是加州的赠地大学，自 1868 年建立第一个校区以来，已发展成为美国第一个多

校区系统，如今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公立研究型大学网络。这篇短文从历史角度简要介绍了

共同治理，特别是学术评议会在创建追求卓越和高成就的学术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学术

评议会在履行教学、研究和知识创造以及公共服务三级使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加州大学从伯克

利的一个校区发展到现在的十个校区系统，要理解学术评议会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一个关键

因素是，从 1879 年开始，加州大学在州宪法中被指定为公共信托机构，这在关键时刻保护了大学

免受外部政治压力的影响，使大学能够在学术评议会的指导下发展内部学术文化。到 20 世纪 20 

年代，加州出现了独特而创新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加州大学是唯一一所提供博士学位和州政府

资助的研究的公立大学，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加州大学系统能够坚持其使命，并制定了所谓的 

"一所大学 "模式。学术评议会在加州大学内部创造了一致性和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在全世界大学

中独一无二的文化和对教师绩效的期望。本文还对学术委员会过去的影响、目前的地位和未来的

作用进行了简要反思。文章的总体意图是为当前的学术界和高等教育学者提供有关教师在大学治

理和管理中的过去和未来角色的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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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简称 UC）的历史发展有四大特点，有别于其他主要的公立研

究型大学。首先是加州大学作为宪法指定的公共信托机构的特殊地位--只有其他六所美国主要公

立大学拥有这一地位，而这些大学在独立性方面的判例法水平不及加州大学1。  

第二个特点是加州大学的共同治理传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高度自治：即教职员工应共

同承担指导大学运营和管理的责任，同时保留校董会最终制定政策的权力。这反过来又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学术文化，即高度重视教师的卓越表现，包括由教师主导的严格的任前和任后审查以及

部门评估过程，这使加州大学在历史上有别于美国其他主要大学。 

第三，加州大学率先成为全美第一个多校区系统，围绕独特的 "一所大学"（One University）模式

建立，所有校区的数量和学术项目随着州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并共同承担相同的教学、研究和公

共服务使命。 

第四个特点是加州大学历来是加州三级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主要博士培训和研究型大学，该体系包

括一系列地区性的教学密集型大学、即现在的加州州立大学 CSU 系统，以及一个强大的地方社区

学院网络，这些学院为学生提供了转入四年制本科学位课程的能力2。 

加利福尼亚州赠地大学的所有这四个组织特征，再加上纳税人为扩大招生和学术项目所做的大量

投资，造就了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学组织，并为加州人民提供了重要的服务。除了 1879 年州宪法赋

予加州大学的自治权之外，所有这些都是由教职员工及其代表机构--学术评议会--深刻塑造的。 

在很大程度上，学术评议会在整个系统和校园层面的组织也是加州大学系统在其基本学术实践中

建立一致性的主要力量，从招生、教师聘用和晋升、学术规划到共同价值观，这些都有助于将加

州这所赠地大学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学校园网络。 

与大学运作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共同治理的概念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往往是为了应

对重大的内部和外部挑战。作为一所不断发展壮大的多校区大学决策动态的反映，当代共同治理

理念的根源不仅来自于对学术评议会的正式授权，而且来自于让教师参与管理这所全美招生人数

最多、学术和公共服务项目范围最广的赠地大学。 

下文简要概述了加州大学共同治理演变的各个时期。其目的是为当前和未来的教师、教务长、学

生和管理人员提供有关教师在大学治理和管理中的作用的背景资料。 

 

A. 建立州立大学 

1850 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第一部州宪法规定，立法机构有能力创建一所州立大学。然而，直到 

1868 年，加利福尼亚州才通过了建立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法规--恰好赶上了联邦《莫里尔法案》所

规定的联邦土地赠款的大好时机。 

加利福尼亚的赠地大学与所有美国大学和学院一样，设立了一个校外委员会，负责管理教师和学

生的活动。美国创新的校外委员会提供了一个公共权力机构，消除了宗派主义的影响，将大学的

运作与它所服务的社区联系起来，并提供了一种奖励和争取赞助人的手段。但是，校外董事会的

设置也造成了一种组织结构的紧张：随着专业院士阶层的崛起，关于教职员工的适当领域的争论

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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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密歇根州和爱荷华州等几所相对较新的州立大学的组织结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建校法要求

成立一个 "学术评议会"，由全体教师和院长组成，由校长主持。1868 年的《组织法》规定，评议

会 "设立的目的是管理大学的一般行政事务"。然而，学术评议会的组织及其与大学校长和管理委

员会的关系则是董事会的特权3。 

19 世纪是行政阶层崛起之前的时代，现在行政阶层对大学的运作至关重要。然而，他们那时的权

力极其有限。在招生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制定教育政策的是董事会，而不是教职员工。在建校初

期，董事会几乎没有赋予大学校长直接的权力。持续的资金问题以及董事会与萨克拉门托立法者

之间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州立格兰杰会（State Grange）建议将大学改建为理

工学院）导致大学校长不断更换，学术项目的发展也因此放缓。 

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伯克利分校就像一份东部报纸嘲讽的那样，"是一所拥有大量土地、破败建

筑林立、[和]乞丐般捐赠的薄弱机构"4。 "虽然伯克利有新兴的农业和采矿专业，但在资金、声誉

和研究实力上都不及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等美国新型研

究型大学。 

然而，加利福尼亚州的这所州立大学却最终洗心革面，在内部管理方面进行创新。1879 年，主要

的董事会作为代表参加了加州第二次制宪会议，帮助起草了一份成功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将大学

指定为公共信托机构，基本上将立法权限制在信托事务上。加州大学的支持者注意到密歇根州的

州立大学早在三十年前就获得了类似的地位，并坚持认为这种自治权将使加州大学免于动荡的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党派政治和猖獗的腐败。 

"新宪法规定，"本大学应完全独立于一切政治或宗派影响，并在任命校董和管理校务时不受其影

响"。大会的许多代表都是大学的严厉批评者，但他们投票支持修正案，因为他们对立法机构的不

信任超过了对董事会的不信任5。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公共信任并不会使董事会和大学免受政治干预的影响，因为董事会成员包

括现任州长和副州长，以及政治活跃的董事会。但总体而言，董事会是满足广大公众需求的桥

梁，也是大学自治的保护者。 

 

B. 惠勒校长与 "伯克利革命 

本杰明-艾德-惠勒（Benjamin Ide Wheeler，1899-1919 年）被任命为加州大学校长，标志着加州大

学在资金、招生和学术项目方面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惠勒同意到伯克利任职的前提是执委会授予

他管理伯克利事务的直接权力。董事会同意了，并由此启动了加州大学最终转型为全美一流大学

的进程。 

惠勒到任后面临着严峻的财务问题：加州人口迅速膨胀，入学需求不断增长，联邦赠地收入减

少，州政府拨款微薄，这使他第一次真正考虑设立学费。惠勒在给州长的信中写道："目前这里的

情况，我有时认为是可悲的，有时又是可笑的。 当今美国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与之相比。学生们像

雪崩一样涌来。 我们的预算没有弹性，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6 

惠勒随后获得了旧金山许多富裕精英的财政支持。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说服了立法者，

为大学注入了第一笔重要的州政府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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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州长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曾在伯克利就读）政府和州议会达成的协议，州政府

对大学的资助将不再以应税财产的百分比为基础（这在当时是州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后，

拨款将按照加州公立学校的新拨款模式，以入学人数为基础。州政府对大学的持续投资使大学的

招生规模急剧扩大，并聘用了大量优秀的新教师。加州大学因此成为全美最大的高等教育机构，

其招生人数超过了密歇根大学。 

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高中教育的改善，以及州经济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的需求，都

促使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进入伯克利学习。 惠勒希望满足这些入学需求，不仅因为这将扩大大

学在加州社会中的作用，还因为这能成为扩充学术项目提供合理的理由，并为提高伯克利校园的

质量和声誉。在惠勒的任期内（1919 年结束），尽管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招生政策，但学生注册人

数仍增长了 378%，从 2533 人增至 12227 人。 

惠勒和大学的其他领导和教师，包括教育学院的亚历克西斯-兰格（Alexis Lange）教授，主张采用

各种方法减少伯克利的入学需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兰格提出的、得到惠勒和主要议员支持的建

议，即建立全国第一个公立初级学院网络，毕业生可以在大三时进入伯克利学习。 

初级学院的发明为在加州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大幅扩大教育机会提供了一种手段。与大学的发展和

地区学院运动（即后来的加州州立大学）的兴起相结合，初级学院增加了高中生上大学的人数。

到 20 世纪 20 年代，加州不仅是美国所有州中公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最多的州，也是全美大学入

学率最高的州。 

加州开创性的三级公立高等教育体系的诞生和发展（稍后讨论），也有意将招生需求从加州大学

转移到其他学校，使加州大学能够保持高度选择性的招生政策。这也使得加州大学的管理者、官

员和教职员工能够推行相对较新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即以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并

将这些任务视为共生任务，相互交织，相互促进。 

在惠勒的任期内，大学的公共投资和入学率增长为大学内部组织的重大变革提供了背景。惠勒校

长接受过德国大学系统的培训，因此在聘用、晋升和解聘教职员工方面提升了学术研究的比重。

他还让教师更多地参与管理大学事务。 

在此之前，学术评议会和大学教师主要局限于日常事务，如推荐学位和处理学生违纪案件。 例

如，1881 年，董事会大幅调整了大学课程，并空出多个教授职位。 

惠勒让董事会们相信，教职员工不仅仅是州的雇员，而是参与教学和研究自由市场的学术团体成

员。 他回顾了海德堡大学教职员工的角色，认为教职员工应主要负责制定教育政策。惠勒呼吁人

数日益增多的教师对大学的行政结构进行重大改革。 

惠勒与教职员工合作，并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到 1915 年，惠勒创建了约 20 个新系，重组了研

究生教育，设立了 "研究生部"，并将大学课程分为低年级课程和高年级课程，与州立普通学校和

新兴的（开创性的）初级学院系统签订了入学协议，并在教职员工的聘用和晋升方面采用了同行

评审制度。惠勒还成立了一个教师委员会来分配研究经费，并成立了一个教师编辑委员会来监督

大学出版社，以提高其出版物的质量和数量。 

然而，教职员工在大学管理中不断扩大的作用并没有写入大学政策，而是依赖惠勒个人，以及他

与董事会的关系。共同管理性质的最重要变化还在后面。1920 年，在惠勒任期结束时，在困难的

情况下发生了这一变化，并就学术评议会的组织和权力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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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史学家称之为 "伯克利革命"。惠勒在其任职的前十五年里所表现出的领袖风范开始

褪色。首先，他对德国机构的同情，以及对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公开遗憾，招致了董事会

和教职员工的公开批评。惠勒健康状况的显著恶化也导致了他威望和领导能力的下降。在这种情

况下，雄心勃勃的教职员工（其中许多人曾参与了 1915 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创建）寻求在大学

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针对惠勒的衰落和学术评议会领导层提出的正式建议，董事会采取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在惠

勒任职的最后一年（1918-19），董事会将校长的实际权力交到了 "行政委员会 "手中，该委员会

由三名教师组成，他们都被提升为院长。 

事实证明，行政委员会是一场灾难。战后经济衰退的来临，加上返校退伍军人的激增和董事会的

混乱，给大学的未来带来了迷茫。为此，学术评议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并以 132 票对 13 票的

表决结果通过了一份纪念文件（正式声明），以提交给董事会。它要求赋予教师组织学术评议会

和选择其领导人的直接权力；然后赋予学术评议会在教育政策方面更多的正式权力；以及在遴选

大学校长时征求学术评议会的意见。 

詹姆斯-K-莫菲特（James K. Moffitt）毕业于伯克利大学，是一名律师，也是大学的主要赞助人，

他主持了一个摄政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该小组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得到了董

事会全体成员的认可，并于 1920 年 6 月写入了《摄政常务委员会章程》。 

该协议正式确定了校长的角色及其与董事会和教职员工的关系。它还为学术评议会提供了直接和

间接的共同治理权力。在获得董事会批准的前提下，学术评议会将决定新生录取条件--这些都是

教职员工以前拥有的权力。但同时，学术评议会也被赋予了新的职责，更具体地说，是教职员工

的职责，这也是目前共同治理制度的关键所在。学术评议会应 

- 就教授的所有 "任命、晋升、降职和解聘 "以及院长的任命向校长提供建议。 

- 就 "大学教育政策的变化 "向校长提出建议。 

- 就预算问题向校长提出建议。 

- 或许最重要的是，"以其决定的方式 "选择自己的委员会和组织。 

该协议是美国高等教育总体发展的分水岭，它创建了一种治理组织结构，为其他主要公立和私立

大学树立了典范。然而，加州并不是美国第一个将这一结构正式化的大学（英国大学早有先

例），但却是走得最远的。 

 

C. 问责、自我完善和培养的学术文化 

历史学家沃尔顿-E-比恩（Walton E. Bean）曾解释说，"伯克利革命以及随后加州大学教师通过学

术评议会进行的能力建设，创造了一种 "非凡的民主学术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加州大学教

师 "在大学管理的教育方面获得了比美国任何其他教师更大的影响力"。事实上，教职员工几乎成

为了行政管理的一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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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革命后，学术评议会进行了重组，包括成立新的委员会来指导和管理大学的招生标准和州

立高中的认证（招生和学校关系委员会，简称 BOARS），以及另一个预算和部门内关系委员会

（BIR），重点审查所有新聘用的教职员工，并建立终身教职和定期终身教职后审查制度。 

在说服董事会采纳终身教职概念的过程中，加州大学遵循了 1915 年新成立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

指导方针，将终身教职与学术自由和学术专业的活力联系在一起8。 

BIR 的工作重点是建立一个对教师的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表现进行定期审查的系统，该系统被

称为学术人事委员会更为恰当。不过，在向校长（以及后来的分校校长）提供咨询和建议的过程

中，也涉及到预算问题。教师职位是最宝贵、最抢手的资源之一。现在，各院系寻求的新教职都

使用教职 "阶梯"制度，教师们可以从助理教授晋升到副教授，再晋升到正教授9。 

1920 年之前，加州大学的教师聘用和晋升程序主要由校长和董事会掌握，没有正式的审查程序--

这种模式在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大学普遍存在，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伯克利，随着加州

大学招生人数的增加，其他校区也是如此，校长独断专行的时代已经过去。学术评议会很快成为

评估教师绩效和招聘的主要途径。 

另外三种内部做法也为加州大学不同寻常的学术文化做出了贡献，这三种做法同样得益于大学的

自主权以及与董事会和未来校长的合作，特别是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1930-1958 年）和他的继

任者克拉克-科尔（1958-1966 年）。 

首先是较早采用了严格的终身教职后审查程序，其中包括一个 "特设 "委员会，通常由校园中的五

名 "同行 "成员组成：两名或两名以上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并对教师的表现进行多次审查。 

大多数大学，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都采取类似于公务员晋升的

制度，主要以他们担任教职的时长作为依据。即使在今天，美国和国际上的大多数大学也只是在

晋升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的关头才采用强化审查。大多数大学虽然声称有终身教职后的评

审程序，但往往很少，而且由院长或其他学术管理人员自行决定。在加州大学和其他地方，评审

过程在重要关头都需要来自本校以外的教师的推荐信。 

正如贾德森-金（C. Judson King）在其关于加州大学问责制和质量管理制度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

样，这种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的早期发展也许是 "大学成功和地位的一个最明显的因素"10。 在斯

普劳尔时期，一种广泛的解释出现了，即即使强调研究作为一个学者职业生涯中的突出因素越来

越受到青睐，教职员工也需要在教学/指导和公共服务方面表现出色，同时考虑到教职员工的不同

才能、他们所从事的学科，以及大学对成功晋升的教职员工的绩效要求的不断提高。这就形成了

一种持续的激励机制和学术文化，促进教师在其负责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优异成绩11。 

其次，到 20 世纪 50 年代，伯克利和加州大学其他校区与其他许多追求声望的研究密集型重点大

学不同，力图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入门级副教授级别的教师职位，然后再尝试培养人才。除了一些

例外情况，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展初期，直接聘用高级职位的情况并不多见。最近，这种

概念模型有所淡化。 

第三种做法是加州大学很早就对所有学术部门和项目采用了定期的 "项目审查 "程序。伯克利分校

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其他新成立的分校，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或许更早，就通过与学

术管理人员（通常是教务长办公室）和评议会校园分部的合作，采用了每八年或更长时间对学术

项目（如系和学院）进行定期审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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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加州理念--建立一个连贯的大众高等教育系统和加州大学 

如前所述，加州大学作为一个多校区系统的出现，使其获益匪浅的不仅是其不同寻常的自主权，

还包括一个由公立社区学院（最初称为初级学院）和地区性教学学院组成的连贯网络。这些教学

学院后来成为综合性的本科校园（即今天的加州州立大学系统）。 

这种三级体系在 20 世纪 20 年代基本形成，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地方学院提供文科副学士学

位，可转入伯克利分校和后来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三学习，并提供职业和成人教育课程；

公立地区学院提供教学密集型课程；加州大学作为州立大学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培养机构，也同样

致力于教学/辅导、研究和公共服务。因此，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设计大众高等

教育系统的州，该系统将各个公立教育部门联系在一起，包括学生可以进入当地的初级学院，然

后转入加州大学、州立学院或加利福尼亚州的私立院校。加州大学的教师还担任公立高中和初级

学院的评审工作。  

加州大学的教师和学术领导层是这一体系--我称之为 "加州理念"--的主要参与者12。 加州大学倡导

建立初级学院，为了促进转学功能，伯克利的教师们制定了 "文学副学士学位 "的标准，并且如前

所述，将伯克利的课程重组为低年级和高年级。 

加州发明的初级学院网络和转学功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流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对建立这一三级体系的支持不断增加，在 1910 年至 1960 年期间，每年资助近两所新

的社区学院以及新的四年制校园。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伯克利和洛杉矶校区约有 40% 的本科生是转校生--实际上，甚至在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转校生的数量超过了新生入学人数13。  

三级制度使加州大学受益匪浅。它证明了加州大学作为研究密集型大学的合理性，与当时其他主

要州立大学相比，加州大学大学在招生方面具有很高的选择性，学生可以在大三时进入大学。那

些一开始可能不符合加州大学录取要求的学生，或者因为经济或其他实际原因不愿意去伯克利或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以后还有机会进入加州大学。 

对于加州来说，这也是一个既能保证入学机会又能控制成本的高效系统。地理位置分散的初级学

院以及后来的州立学院，其运营成本普遍低于加州大学，这将满足加州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看似

永不满足的需求。由于加州开创性的三级结构，该州的大学入学率一直位居全美前列。 

1960 年，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加强了现有的三级体系。许多当代加州高等教育体系的观察家将 

"总体规划 "视为某种现象及事件：美国高等教育的先知克拉克-科尔的神圣创造，是他催生了加州

的三级结构。此外，《总体规划 》还经常被吹捧为加州首次承诺向所有高中毕业生开放社区学

院，以及保证每个人都能够从某种形式接受高等教育。 

然而，加州著名的 《总体规划》却并非如此。事实上，《总体规划》谈判者最显著的成就是他们

保留了什么，反过来说，他们避免了什么：包括州长帕特-布朗在内的心怀不满的立法者威胁要在

一个单一的管理委员会下彻底重组加州现有的三级系统，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加州大学系统的一致

性和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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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的总体规划是该州公立院校代表激烈谈判的结果，最终将众多法规合并为一项（《多纳霍法

案》），并在各部分之间达成了约 60 项协议，包括新校园发展计划，从而加强了该州现有的高等

教育体系。其中包括 

- 保留加州大学在博士教育和国家支持的研究方面的唯一作用，以及其本科生的选择性录取政策。 

- 将 "州立学院"（即将更名为 CSU）从加州教育委员会中剥离，并成立了今天的 CSU 董事会。 

- 随着加州人口的不断增长，更多的学生转向加州社区学院。为实现这一目标，加州大学的新生录

取人数从高中毕业生中约前 15% 减少到目前的 12.5%（根据 BOARS 的定义）。同样，CSU 也将其

录取人数从约前 44% 缩减至目前的 33.5%。如前所述，社区学院的生均运营成本要低得多，因

此，更加严格的录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降低未来预计入学需求成本的一种途径。 

《总体规划》从根本上结束了加州大学与越来越多的州立学院校长之间迅速升级的地盘争夺战。

在时任州长帕特-布朗（Pat Brown）的支持下，该计划也结束了许多立法者在不考虑全州长期需求

或成本的情况下，越来越倾向于独立寻求新的州立大学校区的做法。加利福尼亚州的大学差点从

一个连贯的高等教育体系，相对有序的、与州内总体人口增长相匹配的扩张，转变为一个开放的

市场、混乱的决策过程。 

《总体规划》折中方案使招生规划和项目扩展恢复了秩序。根据其建议，成立了一个新的协调委

员会（后改组为加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后被州长杰里-布朗撤资），负责监督计划各方面的执行情

况，收集数据并分析各部分的绩效，审核新校区的开发和拟议的学术项目（如新的专业学校），

以及协调影响本州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的政策和立法。反过来，该计划也有助于巩固州政府对加

州大学的资金支持，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加州大学的生均拨款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E. 不断发展的关系--"一所大学 "模式的出现 

在 1920 年授予的权力基础上，教务长和校长越来越依赖学术评议会来建设一所国际认可的大学。

如前所述，随着大学招生人数、师资力量和校区数量的增长，学术评议会在维持高质量学术项目

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11 年，惠勒校长与时任州长海拉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共

同促成了以入学率为基础的预算编制创新，在此基础上，新聘教职员工的数量在随后的几十年中

迅速攀升，仅在战争和经济衰退时期短暂下降。 

1920 年董事会与教职员工之间达成的协议提供了管理大学的总体机制，并确立了 "一所大学 "模式

的概念，即加州大学将扩大校区数量，所有校区都将共同承担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的使命，最

重要的是，将建立由学术评议会负责的统一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Robert Gordon Sproul，1930-1958 年）校长试图梳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的发展过程，以及随着加州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对大学政治要求的不断提高，大学如何通过新校区

进行扩张，他主张采用 "一所大学 "的模式（见附图）。 

正如帕特里夏-佩尔弗雷（Patricia Pelfrey）在其 CSHE 论文中对这一模式的历史及其重要性所写的

那样，斯普劳尔 “担心来自不断增长的南部地区的地方政治压力会将大学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机

构，一个在伯克利，一个在洛杉矶。”斯普罗尔在他向全州广泛传达的信息中宣称，“大学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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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上可能分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各个角

落，但除了将其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学习中心

之外，不可能将其视为任何其他东西。拆除任

何一部分都会破坏整体的完整性。”14   

加州大学本可以像伯克利校区的许多人所主张

的那样，发展成为具有不同角色和地位的校

区。但斯普劳尔以及最终的董事会和评议会领

导人都认为，每个校区的使命大致相同是有好

处的。老校区和新校区都将追求自己的优势和

项目，并以加州大学全校学术评议会机构和学

术评议会校区 "分部 "这一新概念所提供的评估

程序为支撑。 

虽然伯克利分校在加州大学系统内，以及在管

理委员会和立法者中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影

响力，但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 "旗舰 "校区。这

也是加州大学多校区系统的一个独特之处，随

着招生人数和项目的增加，这一特点很早就出

现了。主要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其他大多

数州基本上都试图对其数量不断增加、任务大相径庭的公立校区进行整合，并将它们置于一个单

一的董事会之下。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得克萨斯州（尽管 UT 和 A&M 系统有独

立的董事会）都走了这条路。 

大学管理日益复杂，再加上财政困难，进一步

提升了学术评议会在大学管理中的作用。例

如，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大学的新任校长罗伯

特-戈登-斯普劳尔（Robert Gordon Sproul）征求

学术评议会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包括削减教职

员工的工资，以应对来自州政府的大学经费减

少 26% 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普劳尔与评议会领导

人合作召开了第一次 "全校教师会议"，讨论战

后大学面临的挑战。斯普罗尔后来指出，这次

会议的目的是 “将分散在各处、饱受战争摧残

的教职员工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能够不慌不忙

地思考明智的规划。 ”15  

来自各校区的教职员工代表会议成为每年一度

的盛事，持续了约四十年，会议主要讨论的问

题包括大学在州经济中的作用、联邦研究经费

的增长和方向、博雅教育的未来、大学自治在

宪法中的价值以及共同治理在大学事务中的作

Key Elements of UC’s One University Model 

• UCwide organization: Single governing board (The 
Regents), systemwid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and a 
Northern and Southern section of the Academic 
Senate (by 1963 reorganized into a single UCwide 
Senate body, with campus “divisions”). 

• UC President acts as the planner in chief for the UC 
system whose office represents UC for budget and 
policy issues in Sacramento – acts as the public face 
of the system. 

• A Multi-Campus University - Each Campus Shares 
UC’s Mission – teaching/learning, research and 
public service – and claim on state funding. 

• UCwide Academic Personal Policies – hiring and 
advancement are primarily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Senate, shared with Chancellor/campus 
Provost. 

• UCwide admissions policies – set at the UCwide 
level by the Academic Senate, administered by 
each campus. 

• Shared student fee, tuition and financial aid 
policies. 

Establishment of UC Campuses 

• Berkeley – 1968 started in Oakland and opening of 
new campus in along strawberry creek in 1872. 

• San Francisco – 1873 absorbs Toland Medical 
College as an affiliate of Berkeley; 1949 becomes  a 
general medical campus of the UC system 

• Los Angeles – 1919 absorbing the state teacher’s 
college in Los Angeles as UC’s “southern branch”; 
doctorate programs established in 1936. 

• Santa Barbara – 1944 absorbing the state teacher’s 
college, becoming a general campus in 1958 
offering the doctorate. 

• Davis – 1951 opening of College of Letter and 
Sciences; previously 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station, UC Berkeley experimental farm; becoming 
a general campus in 1958. 

• Riverside – 1954 opening of College of Letter and 
Sciences; previously a citrus research station. 

• San Diego – 1959 opening of College of Letter and 
Sciences; previously a marine research station. 

• Irvine – 1965 opens as a general campus. 
• Santa Cruz – 1965 opens as a general campus. 
• Merced – 2005 opens as a general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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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尽管加州大学校长戴维-加德纳（David Gardner）

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召开过一次类似的教职员工会

议，讨论建立最多三个新校区的问题，但这一传统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已基本失传。 

独立自治的学术评议会的成立反映了在不断发展的多

校区大学社区中决策权分散的特点，同时也导致了学

术评议会、大学校长和董事会之间的重大冲突，并引

发了教职员工内部的分歧。 

其中一次冲突在 1949 年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当时董

事会决定将效忠宣誓作为大学聘用的条件之一。在二

战后的 "红色恐慌 "中，董事会根据斯普劳尔校长的

建议，试图在誓词中加入对所有州政府雇员的类似要

求。大多数教职员工对在誓词上签字没有什么异议。

但许多教师强烈反对大学教师在宣誓成为州政府要求

之前就必须宣誓。评议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指出，这

将强化大学是颠覆分子天堂的刻板印象。对其他人来

说，这似乎是对学术自由理念和来之不易的终身教职

制度的一记重拳。 

然而，董事会无视评议会的建议，援引了誓言。一些

教师指责说，在政治权宜之计的重压下，共同治理的

理念已不复存在。1950 年，32 名教师因未签署誓言

而被解雇，许多教师辞职。如前所述，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加州大学就实行了终身教职制，但教职员工仍持有一年一签的合同--这与当时许多其他

主要公立大学不同。激进的教务长们和咄咄逼人的斯普劳尔（Sproul）遗憾地试图驾驭这场全州

乃至全国范围的反共运动，却根本无视终身教职的承诺。 

戴维-加德纳（David Gardner）在研究这场争论时回忆说，对立不仅存在于教职员工和董事会之

间，也存在于教职员工领导和未签约同事之间16。  罗素-H-菲茨吉本（Russell H. Fitzgibbon）在他

的学术评议会简史中断言："关于宣誓的整个令人遗憾的故事是一个混乱和否定、尖刻和痛苦的故

事，......""有时对程序方面的关注多于对实质方面的关注。伤痕坚硬而持久"17。 由于教职员工暂

时接受了自己在大学事务中的作用被大大削弱的看法，教职员工在学术评议会中的参与度明显下

降。 

但在斯普劳尔以及后来的克尔的领导下，出现了一种恢复的模式，并重新树立了对共同治理的信

心。被解雇的教职员工得以复职，部分原因是诉讼成功。一些被解雇的教职员工后来在加州大学

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包括未来的加州大学校长大卫-萨克森（David Saxon），当时他还是

一名年轻的物理学家，拒绝在忠诚誓言上签字。 

全校教职工大会的发明以及斯普劳尔和后来的科尔对教职工协商与合作的重视，帮助加州大学渡

过了快速扩招和重组的时期。克尔就任校长后，还推动终止了一年一签的合同，并使终身教职符

合 AAUP 规定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严格的终身教职后审查程序。 

All-Faculty UC Conferences 1944 – 1963 

 1944 – Postwar University Conference 

 1947 – The Relation of the University to the State 

 1948 – How Can th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University Be Improved? 

 1949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the Next Ten Years 

 1950 –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Large 
University – e.g., led to sections for large lecture classes 

 1951 – The Graduate Academic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 1952 – The Function of the Upper Division in the 
University 

 1953 – The Faculty and the Educational Policies of the 
University 

 1954 – How to Appraise the Value of the University to 
Society 

 1955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tudent: 1945-65 

 1956 – 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alifornia 

 1957 –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Relation to Numbers 

 1958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 1959 – Autonomy and Centralization in the State-Wide 
University 

 1960 – The Research Function of the University 

 1961 – The University in a Period of Growth 

 1962 – New and Continuing Problems in an Expanding 
University 

 1963 – The Student and the Quality of His[Her]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in the University 

 

 

 



11 
 

在加州大学的历史上，还发生过许多关于加州公立大学的运作、作用和未来的激烈争论。1966 

年，罗纳德-里根州长的当选部分是基于 "收拾伯克利烂摊子 "的竞选承诺。在担任州长的头几个

月，里根和其他董事会一致认为，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应该对抗议的学生采取更强硬的

措施。里根还提议将大学经费削减 10%，并征收学费。克尔反对这两项提议。在里根担任州长后

的第一次会议上，里根和其他董事会以 14 票对 8 票赞成解除克尔的职务。 

尽管言论自由运动困难重重，但克尔帮助谈判了 1960 年的总体规划，获得了州政府资金的大幅增

长，并帮助重组和下放了校长办公室的权力，包括赋予校长和学术评议会校园分部更大的管理权
18。  

克尔的下台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动荡的政治环境并没有直接威胁到共同治理的理念。大多数教职

员工都清楚地认识到，宪法赋予董事会聘用和解雇大学校长的权力。但董事会的行为确实加剧了

大学社区内普遍而强烈的不团结情绪。 

 

F. 大学重组 

克拉克-科尔是在其任期结束时被解职的，他的任期促进了大学历史上最重大的组织变革，对共同

治理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克尔的领导下，从 1958 年到 1964 年，大学的行政结构和学术评议会的组织结构都发生了变

化，使大学的多校区、"一个大学 "系统更加协调一致，使校长的教职员工在校区一级拥有更多的

权力，并使州政府对各校区的资金分配更加公平。其中包括三项一般性改革： 

- 预算公平 

由于大学作为公共信托机构的特殊地位，加州政府每年为教学和研究（I&R）费用提供一次性拨

款。在其他州，立法者对如何在各自的公立大学内分配和使用这些资金拥有更直接的权力。而加

州大学，特别是董事会和校长，则拥有自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这些资金，限制相对较

少。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前，校长办公室逐年分配这些资金，虽然与各个校区的学生入学率有关，但

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往往能获得绝大部分资金。 

新校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需要有系统地分配州政府的资金。克尔和董事会们同意采用一种既能

为新校区提供稳定资金流，又能保护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方案。由入学率产生的

州政府资金将根据教学水平进行分配。低年级教学获得的州拨款最少；高年级教学获得的拨款较

多，硕士生获得的拨款也较多。博士生的拨款最高。其理由是，随着教学水平的提高，费用也在

增加。研究生培养的成本最高，这不仅是因为教师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教学和指导学生，还因为它

与大学的研究活动有关。因此，对研究的核心资金支持与大学的教学任务直接挂钩。 

从概念上讲，这种模式为加州大学的所有校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尽管也有一些为支持

校区的特殊需求而设立的注意事项。由于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生入学率已经

很高，因此新校区的入学人数激增有助于补贴这两所分校的研究生和研究项目。这种模式也为新

校区提供了发展研究生项目的动力，并使其成熟为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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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和校区管理  

克尔和董事会们同意将更多的直接权力授予各个校区，包括伯克利、洛杉矶、旧金山校区，以及

圣巴巴拉、戴维斯、河滨、圣地亚哥的综合校区，最终还有计划中的圣克鲁斯和尔湾新校区。这

包括向各校区移交对其日常运作至关重要的责任和工作人员。由于在伯克利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以外的其他校区设立了校长职位，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减少了 26%，而

伯克利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已经设立了校长职位。 

现在，各校区的业务官员和院长都向校区校长汇报工作，并可以获得以前由校长和斯普劳尔的长

期助理兼负责预算的副校长吉姆-科利（Jim Corley）控制的预算信息。例如，校长现在可以批准研

究补助金、合同和资金转账。校区也获得了对研究生教育的控制权，取代了北部和南部院长的行

政结构，直接向大学校长报告，并采用了 20 世纪 30 年代成立的学术委员会的结构。 

这些组织变革使加州大学校长有更多的精力关注大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同时也为发展与校园管理

者的合作工作关系提供了新的机制。克尔填补了自 1948 年以来一直空缺的学术事务副校长一职，

以帮助扩大与校区行政部门和学术委员会的协商进程，这对指导随后大规模的招生和学术项目扩

张至关重要。 

从 1960 年到 1975 年，加州大学预计的学生人数将从 49,000 人增加到 130,000 多人。科尔还成立

了校长委员会，定期与校长会面，以收集意见和协调活动，并敦促对学术评议会进行相应的重

组。 

- 学术评议会的部门模式 

克尔对学术评议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重大改革，以协助制定政策，并反映出更大的权力已转移到

各校园。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学术评议会南北分区的做法显得十分繁琐，不仅加剧了伯克

利分校与现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了这两个校园的霸权与各分区新兴校园

之间的竞争。会议要么在伯克利举行，要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全校委员会和分校委员

会的成员按教职员工人数分配。新校区（如圣巴巴拉校区）的教师甚至不被视为学术评议会的正

式成员，因此直到 1955 年才能参加学术评议会。 

此外，虽然全校性的委员会负责制定全校性的政策和立场，包括 1950 年为消除分歧而成立的 "学

术委员会"，但北部分部和南部分部有时也会陷入重大分歧。正如 1953 年一项关于 "学院自治和行

政组织 "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学术委员会的前身是 "全州委员会系统的中流砥柱"19，

其职责之一就是仲裁此类分歧。 但达成共识的过程往往过于冗长，延误了重要决策。 

1963 年，学术评议会领导层在全校教职工大会的指导下进行了广泛的审查，随后纳入了四项重大

变革。 这些变革为当代学术评议会的组织结构提供了框架： 

- 校园分部： 学术评议会的北部和南部分部被解散，每个校区都设立了分部，并建立了自己的委

员会网络。为了反映加州大学校长作为学术评议会负责人的历史角色（实质上是兼任行政职务的

教职员），斯普劳尔主持了北部和南部分部的所有会议。新的分部模式为每个校区提供了一名从

教职工中选出的主席，并从全校和校区行政部门获得了明确的自主权。罗素-H-菲茨吉本（Russell 

H. Fitzgibbon）在其 1968 年的评议会研究报告中指出，加州大学校长的角色及其在评议会事务中

的作用 "因此变得更多的是荣誉性而非操作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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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大会： 成立了一个新的全校学术大会，由来自各分校的代表按比例组成，有权通过对评议

会章程和条例的修改，以及向校长提交决议和备忘录。 根据学术评议会重组委员会 1961 年的提

议，大会有两个目的：一是 "根据校长的询问或一个或多个校区的意见 "向校长提出建议，二是颁

布对章程和条例的修改。大会还应： 

不得以任何方式凌驾于各校区的自治之上，也不得损害几位校长的权威。据推测，大会将关注终

身教职的定义、大学招生、转学和解聘政策，以及有关学术评议会成员资格和投票权的决定等问

题。其成员应努力协调各校区的冲突态度，只要这些态度威胁到全州大学的福祉21。 

- 平等代表： 全校委员会将继续存在，但其数量将有所增加，其成员由各分部的平等代表组成。

这些委员会还将每年向大会报告工作，实际上是大会的下属委员会，根据评议会章程和条例的规

定，负责在不同的政策领域提供建议。 

- 学术评议会的执行机构： 成立于 1950 年的学术委员会将继续作为全校学术评议会的执行机构。

正如其职责所指出的，理事会将 "研究大学全面关注的问题"，并向校长提出建议。但理事会现在

还负责指导大会和全校委员会的活动，其成员包括新成立的各部门主席和选定的全校委员会主

席，其成员也在大会任职。 

这些改革是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进行的。随着校园规模和自治权的扩大，人们确实担心

会出现无政府状态。有人认为，全校学术评议会或许比校长或教务长更能 "维护大学的共同政策

和统一标准"22。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的组织变革为管理大学的多校区系统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模式，使每

个校区都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权，同时也实现了 "一个大学 "的愿景。 

 

G. 建设新校区--学术评议会的关键作用 

正如 1961 年和 1962 年的全校大会所反映的那样，随着加州大学随州人口的增长及其对公立高中

毕业生中排名前 12.5%的学生的社会契约，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管理新校区的建立、发展和成

熟。新校区在成立之初没有足够数量的教职员工来承担学术评议会在管理学术发展和事务方面的

职责23。  

1962 年末，圣地亚哥、圣克鲁斯和尔湾的新校区分别成立了学术评议会的 "特别咨询委员会"，每

个委员会包括五到六名成员。他们的任命由科尔校长在 1962 年秋季与评议会委员会协商后作出。

除了圣地亚哥分校已经拥有与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和科学与工程学院（1958 年成立，当时名

为技术与工程学院）相关联的学术项目外，其他分校的教职员工均为委员会成员。 

这些特别委员会的实际目的是在全校范围内建立一个实体，帮助进行学术规划、教师招聘和聘用

以及其他政策领域的工作，而这些工作传统上属于学术评议会的职权范围。在大学权力下放的总

体进程中，委员会将帮助在每个新校区建立一个有效的分部，与新校长增加的权力和权威并行不

悖。 

同时，这些委员会还能让教职员工广泛参与新校区的建设，并将 "评议会从一开始就参与 "的理念

融入新校区的文化中。 咨询委员会还为改变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教学计划和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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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控制权提供了一种战略手段。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提供了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

校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指导有时被证明阻碍了新校区的自治和项目建设24。 

这种将教师尽早纳入新校区发展的模式为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的 2005 年建校和发展提供了参考
25。 

 

H. 加州大学当代的共同治理模式  

附图 1 和附图 2 显示了加州大学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取得的巨大发展。虽然这种增长带来了巨

大的压力，但如前所述，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大学共同治理制度的组织结构也为提高整个系统的整

体质量奠定了基础，而不仅仅是最古老和最成熟的校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反映在国家和

全球排名上，更具体地说，反映在全世界从业

人员、学者和决策者的关注上。 

这种组织结构保留了加州大学最大的优势之

一：由执委会、学术评议会以及全校和校区行

政部门组成的两个总体决策领域，有时还相互

重叠。通过这种结构，校长以及全校行政部门

对执委会的议程和执委会制定全校政策的过程

产生了影响。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一项对加州总体规划

的立法审查建议在董事会中增加教师和学生代

表，以 "提高其在选民中的可信度"26。 随后，

1974 年的一项宪法修正案赋予了董事会任命学

生和教师代表的权力，这是自 1918 年增加校友

代表以来董事会成员构成的首次变化27。  

今天，加州大学的组织结构和学术评议会的作

用反映了加州大学的历史和共同治理体系，这

或多或少可以追溯到 1868 年建校、伯克利革命

的影响、新校区的发展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出

现的分部结构。 

图 3 梳理了这些关系，首先是董事会、校长及

其办公室、作为各校区学术行政主管的校长。

学术评议会由董事会指定，是一个独立的、由

教师自行组织的机构，包括作为其立法机构的

全校学术大会和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学术委员

Figure 1: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 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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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及 20 多个全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又包括各校区学术评议会分部的代表。 

加州大学董事会保留最终责任和全权，在州政府政策和政府资金授权的限制下决定学校的使命。 

然而，共同治理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教职员工与董事会的关系，而在于教职员工通过评议会与大

学校长、各校区校长及其行

政部门的关系。  

图 4 试图勾勒出这种关系和

加州大学的共同治理模式，

包括学术评议会和学术管理

人员的指定职责，以及共同 

责任领域。 

在这种模式下，学术评议会

历来对大学的所有学术活动

拥有直接或共同的权力，包

括对学术项目和课程的监

督、在教职员工任命方面对

校区校长的强大咨询能力、

在有机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

下对招生标准和惯例的决

定，以及与学术项目相关的

重大预算决策的咨询权。 

校区校长和学术管理人员在

所有与学校预算相关的问题

上拥有主要决策权，并有效

管理支持学术活动的大学运

作。他们是加州大学校长与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主要联络

人。各分校校长还应提出大

学的战略愿景和新举措的设

想，但始终要与大学教师和

学术界的其他成员进行协

商。 

但同样重要的是，教职员工通过学术评议会发挥的作用也有局限性。例如，校长在影响学术项目

的预算问题上的咨询，甚至是任命或晋升教职员工的最终决定（这是校园最关键的决定之一），

都可能被接受、修改或拒绝。大学管理的复杂性是多方面的。建立在关系、共同目标感和尊重基

础上的共同治理有许多微妙之处和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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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共同治理的回顾与展望 

对共同治理的长期承诺，以及自我反思和改进的文化，是加州大学成为世界上最伟大 大学系统之

一的主要原因。 这一传统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不是因为它能确保达成共识，而是因为它是慎重讨

论大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管理大学重要事务的基础。 

尽管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Robert Gordon Sproul）校长的管理风格专横跋扈，但他在反思加州大

学在 "一所大学 "模式下的崛起时，深知共同治理对于建立有效的大学领导力至关重要。"他在 

1953 年写道："大学校长（或校长）最重要的职能莫过于与教师保持密切关系。斯普罗尔指出，

随着大学规模的扩大及其在社会中角色的复杂性，学术评议会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教职员工

强有力的投入、意见和建议，"组织的名义首脑往往会患上类似缺氧的病症，表现为视力衰退，步

履蹒跚，左右摇摆，几乎没有前进的动力"28。 

除了这些直接影响之外，共同治理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好处：在学术界保持士气和团队精神。

约翰-J-科森（John J. Corson）在 1941 年写道，"协商过程""增强了对学校的忠诚以及个人的热情和

满意度"。  

回想起来，共同治理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它为大学的未来提供了和谐的环

境，并成为改革的催化剂；而在其他时候，它却成为大学内部分歧和冲突的焦点。一般来说，共

同治理往往会在有争议的问题上破裂。学术评议会是一个建立在协商和审议基础上的代表机构，

并不总能代表广大且日益增多的教职员工的一致意见。这也是学术评议会领导层在 1974 年通过州

宪法修正案拒绝了董事会提出的在董事会中没有投票权的提议的原因之一；相反，他们同意学术

委员会主席今后将作为无投票权的成员参与董事会。 

对共同治理理念造成压力或削弱的争议和政策挑战包括：之前讨论过的 "忠诚誓言 "争议，该争议

最终导致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制定了更为正式的教师终身教职政策；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 "自由

言论运动"，该运动导致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被解雇； 越战和民权抗议；20 世

纪 90 年代初，加州大学最终在南非撤资，推动了一场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世界运动；1996 

年，董事会不顾加州大学全校学术评议会和领导层的反对，做出了在招生和教职员工聘用中取消

性别、种族和民族标准的决定，引发争议。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加州大学的共同治理曾招致批评，认为教职工通过评议会拥有过多的权

力，而且在审议过程中往往过于缓慢和费力—让人对似乎永无止境的预算困境感到沮丧29。 

与此同时，历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和其他人士最近对加州大学内部共同治理的活力所做的评估是，

在整个加州大学层面，与校长办公室和董事会合作的共同治理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在校园层面却

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自 2008 年以来，学术委员会主席向加州大学校长提交了一份关于共同治理状况的简要报告。最近

的一份报告指出，许多校长及其行政人员在向监管者提交计划之前，往往没有与学术评议会就招

生规划等关键战略问题进行商议30。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 2023 年决定退出 Pac12 联盟，这不仅影响到学生运动员，还对其他校区的

预算产生了影响，但这一决定在分部和整个加州大学层面都没有得到评议会的参与。应对全球大

流行病的挑战、过渡到在线课程和其他缓解措施，以及现在恢复到新常态，也使学术评议会与校

园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时而紧张。在对加州大学教职员工的调查中，COVID 的政策对他们从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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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指导和教学产生了不利影响31。 学生的学习和心理健康也受到了影

响。从全球大流行病中恢复是一个持续的项目。 

规模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虽然加州的人口数量似乎趋于稳定，但长期预测仍将增长。作为与州长

纽森签订的协议的一部分，加州大学旨在到 2030 年再增收 2 万名学生。 

随着加州大学招生人数和课程的不断增加，以及公众对各种服务和在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方面的作

用的要求不断提高，管理加州大学的复杂性将成倍增加。由于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不断上升，管理

一个庞大且仍在不断增长的多校区系统变得更具挑战性。20 世纪 60 年代初，学生与教职员工的

比例约为 14:1；如今，学生与教职员工的比例接近 25:1，这是州政府对每个学生的投资长期下降

的结果之一。 

图 5 显示了两个长期趋势： 加州大学本科

生占所有注册人数的百分比（与同类公立和

私立研究密集型大学相比，加州大学的研究

生比例最低，约为 22%）；以及阶梯排名教

职员工占所有教职员工的百分比，1960 年

《总体规划》实施后这一比例保持稳定，但

从 1990 年开始出现显著下降，这标志着州

政府开始长期减少投资。 

阶梯教师比例的下降反映了非编制的讲师人

数的快速增长和体制内教师人数相对缓慢的

增长。这一趋势遍及整个系统，其中伯克利

和洛杉矶的体制外教职员工增长最快32。  

与此同时，女教员的人数也在缓慢而稳定地

增长。2021 年，在所有阶梯排名的教职员

工中，女性约占 38%，各学科之间的差异

很大）。 

如今，教职员工的背景比大学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多元化，但根据加州快速变化

的人口结构，只有约 13.4% 的教职员工来

自大学指定的少数群体。但必须指出的

是，优秀教师和研究生来自世界各地。目

前，非美国公民占所有教职员工的近 

29%33。 他们的国际背景和经验极大地丰

富了加州大学的内涵，并有助于对多样性

有更广泛的理解。 

与此同时，与加州大学早期的历史相比，

现在行政人员的数量几乎是教职员工和其

他学术人员的三倍（见图 6）。行政人员

数增长的部分原因是教职员工的研究生产

Figure 5: UC Undergraduates as a Percentage of All Enrollment 

and Ladder Rank Faculty as a Percentage of All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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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需要人员基础设施的科学领域（联邦政府现在是加州大学最大的单一收入

来源）。 

但是，行政人员和其他员工数量的增长也反映了满足联邦和州监管要求的成本不断增加、学生服

务和公共参与部门（如技术转移部门）的大幅增长（约 40 年前还不存在）、资本投资和服务中心

及相关人员配备的增加，以及与运营研究密集型大学相关的类似成本上升。 

总之，与几十年前相比，加州大学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教职员工在整个大学群体中

所占的比例大大降低，而且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激增也是校园行政官僚机构权限和权力扩

大的一部分，这往往是以牺牲教职员工的管理为代价的，而且不仅仅是在加州大学。  

教职员工对学科的亲和力，以及机构记忆的衰退，也使得提升教职员工对 "一个大学 "的集体意识

成为一项挑战。正如一位学术委员会主席在 2022 年指出的那样，有必要 "通过提高学术评议会在

校园和全系统的知名度以及恢复对学术评议会服务的承诺来振兴学术评议会。许多分部的学术评

议会在填补委员会成员方面遇到困难。虽然学术评议会领导是教职员工选出的代表，但我们的工

作往往不为教职员工所知"34。 

展望未来，需要考虑的与共同治理相关的问题包括以下宏观问题：预计的加州人口增长、加州的

社会经济动态，包括对解决不平等和持续的移民潮的关注，以及加州的经济和政治未来。例如 

- 总体规划招生承诺： 如前所述，从长远来看，预计加州的人口和劳动力需求都将增长。如果不

大幅扩建现有校区，或新建校区，或以新的形式 "提供 "在线教育，加州大学如何继续履行其社会

契约，按照总体规划招生，招收全州排名前 12.5%的高中毕业生？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可能改变劳

动力市场、高等教育需求以及加州大学的教学和学习。这些都是评议会需要审议的问题。 

- 多元化的广泛概念： 学术评议会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在学生、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中实现更大

的社会经济、民族、种族、性别、国际、地理、政治和知识观点多样性？ 

- 一个大学模式： 相对于董事会和校长办公室以及各校区的中央权力，"一所大学 "模式将如何发

展？35  

- 重新评估学术评议会成员： 在现代形式下，学术评议会的成员资格在很大程度上将越来越多的

研究人员排除在外，而学术评议会对研究人员的评估标准与对教学人员的评估标准相同，同时也

将长期讲师和兼职教师排除在外。五十多年来，学术评议会成员的理由和资格从未重新评估过。 

- 重振教师参与学术评议会和大学管理： 与此相关的是，学术评议会各部门如何才能吸引老中青

教师的广泛参与？ 

- 评议会在管理委员会中的代表权： 评议会是否应该重新审视 1974 年做出的决定，即评议会代表

在监管委员会中不具有投票权？ 

简而言之，加州大学的共同治理体系是否仍然适用？ 

当然，共同治理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它已被证明是执委会为管理加州大学而建立

的一个重要且不断发展的工具--一个在尊重和理解教师、学生、行政人员和执委会的不同角色的

氛围中发挥最佳作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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